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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合理规模的理论探讨和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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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人口迁移理论、门槛理论以及集聚经济理论, 构建了城市规模动态演进模型, 实证分析表明长

沙市区目前已处于城市规模净收益递减阶段, 鉴于未来人口仍呈不断增长趋势, 必须通过突破城市规模门槛约束, 

选择城市规模收益持续增长模式, 实现城市规模净收益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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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是一系列城市特征量的表现和概括, 包括住宅建设规模、公共建筑项目和规模、城市交通运量和交通方式、城市

道路标准和等级、市政公用设施组成和标准等, 这一系列城市规模特征量都同城市人口规模密切相关, 并且城市人口规模也是

国际上城市规模统计的通用指标[1] 。因此如何确定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 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和

难点[ 2] 。 

1  城市规模研究综述 

从经济角度讲城市合理规模是使整个城市系统在相同投入时取得最大收益或在收益相同时付出最小成本的规模水平。城市

合理规模问题源于Howard E 等人的田园都市概念, 其理论基础是以成本为主的最小成本理论和以效益为主的集聚经济理念。最

小成本理论是最早的最优城市规模理论之一, 认为城市规模与人均成本间呈U 型关系。RichardsonH .W.(1972)在批判最小成本

理论基础上提出最小临界规模或城市规模的范围概念。Alonso W.(1970)提出以成本收益为基础的集聚经济理论, 构建城市人口

规模与成本收益间类似于微观经济理论中生产曲线的基本模型, 适度城市规模满足的条件是:随城市规模扩大, 集聚边际效益

呈下降趋势, 集聚边际成本随之上升, 到达两者正好相等的临界点的城市规模是最佳城市规模[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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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 城市系统的发展应存在某个临界点, 在该点城市系统平衡性能良好, 营运正常, 可以实现城市综合效益最佳
[ 4] 。因此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 尤其是1950 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城市问题凸显, 纷纷针对何种城市规模最优这一问题展开系列

实证研究。但最优城市规模因各国自然环境、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各异[ 5] 。 

对于中国的最佳城市规模, 王小鲁, 夏小林(1999)认为在城市规模初始扩大的阶段, 规模边际收益递增要比规模边际外部

成本递增快, 城市规模扩张到一定的阶段后, 规模边际收益开始递减, 而规模边际外部成本递增, 其实证研究表明城市人口

100 — 400 万人的净规模收益最大[ 6] 。 

根据各种最佳城市规模理论, 城市增长规模应该存在一个最优临界点,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城市体系内部构成因素和外部

影响因素是一个复杂系统, 均衡临界点的确定很难测算,并且城市规模膨胀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就导致了最佳城市规模理论与

现实城市规模增长间的一大困境。 

 

从发展的角度来讲, 不同历史时期较难确定其精确的最佳城市规模, 然而研究者都承认在一定时期内, 技术没有根本性突

变, 城市运营必然遵循一定的成本、效益变化规律, 理论上存在最佳城市规模[ 7] 。张舒认为城市最佳规模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概

念,“ 最佳” 标准从经济学上说, 是在一定收益水平下的成本最低, 或是在给定成本下的收益最大, 经济效益是衡量城市最佳

规模的基本出发点[ 8] 。 

2  城市规模动态演进模型 

对城市规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宏观层面, 可以从微观层面切入, 以研究个人或家庭选择性行为为基础, 在深刻理解人口迁移

进而城市规模形成的微观机理基础上, 结合城市门槛成本的约束, 探讨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的城市规模动态演进规律。 

2 .1 人口迁移的微观机理 

从城市角度出发, 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可以看作城市居民效用水平的函数。借鉴格拉瑟等(Glaeser 等, 1995)提出的计量

经济学模型, 将城市视为相互独立的经济集聚中心, 该模型曾多次被用来研究城市人口增长(Beeson 等, 2000；Chen 

等,2001)[ 9] 。 

人口迁移影响因素一方面包括城市工资, 由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假设某一时刻t , 城市i 的生产总值为Y(i , t)只由劳动力投

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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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 , t)表示城市i 在周期t 的生产率, L(i , t) 表示城市人口, α为常数。 

 

另一方面由生活质量指数决定: 

 

式中:Q(i , t) 为舒适指数, 此处设生活质量指数随人口规模L(i , t)增大而递减。 

则城市居民总效用函数由工资水平和生活质量指数决定, 即: 

 

 t +1 期人口迁移的函数则由城市居民的总效用函数决定。 

 

2 .2 城市集聚经济 

一定时期t +1 期城市人口规模最终由初始人口规模、人口自然增长率及人口迁移决定。 

 

式中:g 为人口自然增长率。 

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特点, 规模较大的城市由于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

等从而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 10]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规模扩大, 人口密集导致的居住、交通、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增加,生存环

境恶化等外部成本也会上升, 因此从社会角度而言需要付出巨额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财政支出以及环境治理成本[ 6] 。为测度

特定城市何种规模具有集聚经济性, 本文借鉴王小鲁和夏小林的城市经济模型, 建立城市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定量分析模型



 

 4 

[ 6] : 

根据假设的生产函数t +1 时刻城市i 的生产总值为Y(i , t+1) 为: 

 

对生产函数取对数形式, 同时为了反映规模和收益之间可能的对数非线性关系, 该函数在取对数形式时考虑加入L(i , t+1)的

对数二次项: 

 

城市规模收益则为: 

 

从社会角度而言, 城市外部成本可通过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PI )、财政支出(剔除基本建设部分)(FP )以及环境治理成

本(EC)间接测量。 

政府总外部成本: 

 

建立城市相对成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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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 , t+1)表示X(i , t+1)占GDP 的比重, xc 代表与城市规模L(i , t+1) 无关的常规成本占GDP 比重, β1 Ln(L(i , t+1)) +β2[ Ln(L(i , 

t+1))]
 2 表示城市成本随规模的变动, 二次项β2[ Ln(L(i , t+1))]

 2 反映城市规模与成本间可能存在的对数非线性关系。 

从而城市规模成本函数: 

 

联立城市规模收益和城市规模成本函数, 则城市规模净收益为: 

 

通常规模收益YL(i , t+1)和规模成本XL(i , t+1)都随城市规模L 的增大而增大, 但前者边际收益递减(dY/ dL > 0, d2 Y/ dL2 <0), 后

者边际规模成本递增(dX/dL > 0, d2 X/ dL2 > 0)。 

2.3 城市规模的“ 门槛” 约束 

波兰城市经济学家B·马列士1963 年提出“ 门槛” 理论,认为随人口增长城市会面临阻碍城市发展的限制因素, 包括三种:

地理环境的限制；基本工程管网铺设技术的限制(如跨海布网等)；以及因发展需要而必须对城市结构或某一部分进行改造而带

来的限制。因此城市发展的“ 门槛” 是城市规模扩张中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 但这些限制都是相对的, 要克服它们必须一次

性增加城市建设投资, 投资分两类:一类是在已有基本设施条件下为增加居民而必须建造的房屋和附属设施的投资；二类是由于

扩大城市用地所必须的基本(水、电、暖、交通)建设投资[11] 。 

在克服“ 门槛”的一次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完成后, 才创造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增加居民的可能, 以后城市人口增长的边际

投资趋于降低, 城市在两个“ 门槛” 间发展较容易, 所需投资较低, 而在城市发展接近下一个“ 门槛” 时, 所需投资又会

达到一个高峰, 所以城市扩张并不是直线型平稳前进, 而是跨越制约城市发展的“ 门槛”后跳跃式发展。 

2.4 城市规模的动态演进模型 

根据假定, t +1 时期城市i 的生产总值为Y(i , t+1)只由劳动力投入决定, 而城市i 的生产总值又进一步决定城市边际劳动生

产率进而城市工资, 从而影响t +2 时期人口的迁移进而城市劳动力规模。根据规模收益YL(i , t+1) 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成本XL(i , t+1) 

边际递增的规律,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处于两个门槛之间的约束条件下, 城市净规模收益为: 

    )1,(

2

)1,2)1,(1)1,(

2

1,21,1)1,( ]]([([exp])]([)(exp/11[   tictitititititiL XxLLnLLnYLLnLLnZ 

（14） 

城市的Y 、X 曲线反映规模收益、规模成本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 如果Y 曲线高于后者, 则城市有正的净规模收益,收益

由两线之间距离反映, 反之则城市承担净规模损失, 并且净规模收益在两线斜率相同, 即 YL/ L = XL /L 时达到最大, 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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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 = Y
* , XL = X* , L = L

* , 城市达到最优规模,LMAX 是城市合理规模的最大临界点(图1)。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 集聚经济效果不断增强, 集聚不经济也同时产生[ 12] , 达到一定规模后集聚不经济逐步增强并可能完全

抵消甚至超过集聚经济作用, 城市规模净收益在短期内呈倒“ U”型曲线[ 13] 。若考虑一次性增加城市建设投资, 城市人口承载

量将实现更大规模, 城市规模净收益曲线将由于城市规模门槛约束的突破而上移, 因此长期城市规模净收益将随着城市门槛约

束的突破而呈波动上升趋势, 这就是城市规模长期增长的动态模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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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沙市城市合理规模的实证分析 

3 .1 长沙市城市合理规模的理论解 

根据1986— 2006 年《长沙市统计年鉴》, 利用人口、财政支出(剔除基本建设部分)、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环境治理成本(以

历年环境污染治理总额占GDP 比重经验值近似替代)指标, 以上指标均根据商品价格零售指数转换为2000 年可比价。利用

Eviews 软件分析长沙市1985— 2005 年间市区人口规模变动规律, 对城市的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进行比较, 找到最优城市规

模存在的一个近似范围。 

城市规模和收益之间的函数关系拟合为: 

 

城市规模收益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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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城市外部成本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PI )、财政支出(剔除基本建设部分)(FP )建立城市相对成本函数: 

 

推导出城市规模成本: 

 

式中:Ln(xc)= 137.6916679 。 

(2)城市外部成本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PI )、财政支出(剔除基本建设部分)(FP )以及环境治理成本(EC), 建立城市相对

成本函数: 

 

推导出城市规模成本: 

 

式中:Ln(xc)= 56.63497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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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城市规模收益和城市规模成本函数, 得城市净规模收益拟合值。进而拟合城市规模净收益和城市规模间函数: 

(1)城市规模净收益和城市规模间函数(城市规模成本不计污染治理费用) 

 

 (2)城市规模净收益和城市规模间函数(城市规模成本计污染治理费用) 

 

计算结果:①不考虑污染治理费用, 则城市规模净收益在区间(117.48 万人, 213 .36 万人)为正值, 城市集聚规模经济高

于规模成本, 是城市规模的经济区间, 其中158.32 万人是最优规模, 此时城市净规模收益最大。②考虑污染治理费用, 则城市

规模净收益在区间(121.43 万人, 155 .35 万人)为正值, 城市集聚规模经济高于规模成本, 是城市规模的经济区间, 其中

137 .34 万人是最优规模, 此时城市净规模收益最大。 

3.2 长沙城市人口合理规模的全国比较 

根据1989 —2005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利用人口、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环境治理成本(以历年环境污染治理

总额占GDP 比重经验值近似替代)指标, 以上指标均根据商品价格零售指数转换为2000 年可比价。利用长沙市人口合理规模的

求解办法, 对全国35 个直辖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人口合理规模定量分析。现阶段全国35 个直辖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人口

合理规模存在三种情况:①北京、天津、重庆、哈尔滨、南京、宁波、合肥、福州、南昌、济南、郑州、成都、贵阳、西安、银

川等城市现阶段城市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测算的城市最优规模理论解, 城市规模净收益已经随着城市规模的逐步扩大呈下降趋

势。②上海、呼和浩特、大连、长春、厦门、武汉、广州、深圳、昆明、兰州、乌鲁木齐等城市在考察时间段内城市规模净收

益随着城市人口规模逐渐增大, 鉴于数据的有限性尚不能进一步预测城市未来合理规模区间及城市最优规模。③石家庄、太原、

沈阳、杭州、青岛、南宁、海口、西宁等城市在考察时间段内城市规模净收益随着城市人口规模逐渐增大, 城市规模应进一步

扩大以实现最优的城市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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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4 .1 目前长沙市人口规模净收益已经呈递减趋势 

和全国35 个直辖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第一种情况的城市类似, 目前长沙市区城市人口规模(2005 年为208 .65 万人)

已经超过了测算的城市最优规模理论解, 尤其是若考虑由于城市污染治理带来的城市集聚成本, 城市规模净收益随城市规模逐

步扩大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从城市规模动态演进理论出发, 这些城市目前正处于城市规模— 收益曲线某一段倒“U” 型曲线的

右侧, 表明现阶段长沙市城市规模净收益已经随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呈下降趋势。 

4.2 突破城市规模的门槛约束 

长沙市人口合理规模理论解只是现阶段人口增长门槛约束条件下的合理人口承载量, 根据城市规模增长动态模型, 随着长

沙市人口规模门槛约束条件的突破, 城市规模— 净收益曲线将不断上移, 从而其合理人口承载量更大。尽管长沙市近年大力投

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 但是与联合国推荐的数据仍有一定差距(发展中国家城市市政设施投资比例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 %—5 %, 

应占固定资产投资的9 %— 15%)。同时, 从人均道路铺设面积和每万人拥有公共电汽车等统计指标看来, 长沙市与其他省会城

市如北京、上海、青岛、广州、深圳等城市还有一段距离。为突破城市人口规模的门槛约束,长沙市必须借鉴联合国的推荐指标, 

参照其他省会城市的投资建设比重, 加大城市建设投资力度, 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发展的“ 瓶颈” 。 

4.3 选择城市规模净收益持续增长模式 

当长沙市区城市规模突破门槛条件约束后, 必然面临不同的城市规模收益曲线。参照全国35 个直辖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

中城市规模净收益第二种情况的城市, 通过模拟城市净收益与城市规模的曲线, 发现存在不同情况。长沙市未来城市规模发展

必须警惕出现象上海、呼和浩特、武汉、兰州等城市的规模收益曲线, 避免走“ 增长— 治理— 再增长— 再治理” 的城市规

模收益波动增长模式, 尽量摆脱陷入不断治理“ 城市病”的困境。而是借鉴大连、长春、厦门、广州、深圳、乌鲁木齐的城市

发展, 实现城市规模收益持续增长模式。这就要求长沙市在不断减少集聚经济成本的前提下, 尤其是不断降低城市资源环境约

束条件下的城市污染治理成本, 逐步提高城市集聚收益(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最后实现城市集聚净收益的持续

增长。 

必须指出的是, 本文虽然构建基于微观主体迁移机理的模型, 但实证分析中鉴于部分数据尤其是多年的长期数据无法获取

而仅从宏观层面切入, 同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中所考察的只是阿朗索经典模型中的倒“U” 型曲线的左侧, 至于城市最优规模

点的长期最终理论解, 由于其随着约束条件变化是个相对概念, 暂时难以确定, 并且对于城市规模收益与规模成本的测度还不

够全面和系统, 因此关于城市合理规模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本文只是抛砖引玉, 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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